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首先掀起了向“两个凡是”的挑战，引发了真理标准问

题的大讨论；在大讨论面对高层压力的关键时刻，是他首先发声，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标准，扭转了思想解放的不利局面；东北谈话，他四处点火，为真理标准问题大

讨论助力鼓劲，形成燎原之火，使“凡是”派最终败下阵来，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

向“两个凡是”挑战

1977年 2月 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三家联合发表了一篇

社论，题目叫做《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经华国锋授意、汪东兴指挥，李錱组织

撰写的。社论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抛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

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两个凡是”实际阻止了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对“天安门事件”进行平反。因为 1975年

底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两个

案不能翻。

1977年 4月，尚末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率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 4月 10

日，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

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

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是因为：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

仅表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

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

“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地、完整地”

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

了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 3日就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很注意策略，但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

挑战了。1977年 5月 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和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两个凡

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

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

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

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

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

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

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谈话，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对人们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



束缚，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了表率，指明了方向。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

时机尚末成熟。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末期，10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

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所有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

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

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这有可能被戴上“反

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行山那么沉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加大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力度。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

1977年 7月 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三落三起的

邓小平在会上发表感言说：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

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

能够有别的选择。针对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观点，他再次提出要完整地

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强调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

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

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

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

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

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

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还特别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

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这年 8月，邓小平在十一大所作的闭幕词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

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

这次大会，“两个凡是”的思想虽然没有得到纠正，但是，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

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

党的十一大前后，《红旗》杂志发表了聂荣臻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徐向前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和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

的革命作风》等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我

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些文章，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

是”的错误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助力鼓劲

正当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向“两个凡是”发起全面宣战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

运动正在中央党校悄然兴起，并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洪峰巨浪。



1977年 12月，中央党校内 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学员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倡

导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以胡耀邦提出的应该遵守的两条原则：一条是要完整地正确地

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要把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认真地研究和总结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真理的标准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

辑部开始酝酿撰写有关真理的检验标准的文章。1978年 5月 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经

胡耀邦亲自审定，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第一稿，经《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

《理论动态》编辑部及理论界有关同志共同研究讨论，历时 7个月，十易其稿的《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 11日此文又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形式发

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继转载，从而引发了一场酝酿已久、规模宏大、内涵

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争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一发表，即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反对的，有赞同支

持的。凡盼望天安门事件平反，盼望早日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的人，读了此文，欣

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期望此文能使各项工作真正拨乱反正，然而此文最先引来的却是来

自各方的责难。

5月 12日，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晚，“文革”前的新华社社长和

《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吴冷西，就打电话给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绩伟，指责他说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

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

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

则错误。”

5月 13日，当时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给刚从外地回北京的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新华社转发了，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5月 17日，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会上指责这篇文

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

砍旗的”。18日，他又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

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

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

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

么能

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平化同志你要把关。”6月汪东兴又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萍谈话，要

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还在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说：“党报要有

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



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舍，《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和个性要摆

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宣传要对党负责，党性第一，个性要服从党性

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他在会上还多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并警告他：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也指示中央宣传部和

《红旗》杂志“不表态”、“不介入”，还批评一些省市的负责人表了态。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邓小平因为工作繁忙，当时并末留意，

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就找来看了看。他认为这篇文章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是扳不倒

的。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

5月 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会议上讲话内容的问题

时，明确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

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

妙！”

6月 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

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

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

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迷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

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要求全党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打破精

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对当时面临重重困难的真理标

准的讨论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7月 21日，邓小平找宣传部长张平化谈话，向他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争论情况，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拉向后退”。次日，他又亲自约见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鼓励他说，你们《理论动

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接

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

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 19日，邓小平在同文化部负责人黄镇谈话时再一次明确指出：我说过《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

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还说：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

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



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

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真理标准的讨论顶着压力艰难地向前推进，一系列支持真理

标准的文章在《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相继发表，

李先念、罗瑞卿、谭震林等老革命家相继发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

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蜂回路转，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人景象。

东北谈话，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添火加薪

1978年 9月，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请，邓小平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参加朝鲜国庆 30周年的庆祝活动。9月 13日，代表团离朝回国。

邓小平没有直接返京，而是在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等地滞留了一个星期。他先后听

取了这些地方党政领导的工作汇报，视察了大庆油田、鞍钢、开滦煤矿等企业，先后发表

了 6次重要谈话。近 10万言的谈话形成了对中国未来走势有深远影响的“东北谈话”。

这些谈话的不寻常之处，除了东北之行是打破惯例，刻意安排所造成的政治效应之外，

更主要的，在于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和远见，阐述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和突出矛盾，特别是号召在各个领域冲破禁区，戒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由此解

开了多年的思想死结，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谈话，言者精辟挥洒，闻者如沫春

风，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 1978年中国的政治生活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冲击，带

来了新的时代气息。

邓小平走一路讲一路，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沿途“到处点火”他的足迹遍及本溪、

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他的讲话回荡在厂矿原野、政府大院，讲得最多的是

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的问题，他要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添火加薪，引导其向纵深发展。

“东北谈话”中讲得最多、分量最重的是 9月 16日在长春的讲话。许多天的参观，他

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发表个人的意见，到吉林后，他想就更重大更敏感的问题发表更系统的

意见。他在听取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等人的汇报后，在大家的掌声中，习惯性地点燃

一支香烟，开始了自己的讲话。

邓小平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

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

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他进而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

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这方面，思想要解放。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

上边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在详尽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后，邓小平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思想的态

度问题上。他说：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

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

把马列主义（转 25页）（接 20页）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主席



之所以伟大，就是靠的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

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

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

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邓小平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口茶水，顺着飞驰的思路继续说道：马列主义要发展，

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

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现在世界不断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

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我们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提

出我们的任务，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时间长，内容多，体系完整，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十

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战前动员”。

在邓小平“东北谈话”之前，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 3个多月，理论界在邓小

平、胡耀邦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干扰，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发表

了许多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城市的思想界开始出现了活跃的局面。但是在地方，

在基层，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大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还相对封闭，眼界还相对狭

隘，对即将到来的时代变迁还不十分敏感。有些干部“口欲言而嗫嚅”，还处在观望状态

邓小平的“东北谈话”就是要点起地方政府和人们的思想解放之火。

在邓小平的亲自布置之下，陪同视察东北各地的沈阳部队司令员李德生率先在部队中

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共辽宁省委也立即在各地、市领导班子中掀起了解放思想、

破除迷信的高潮。其他各省、区、市也闻风而动，纷纷投入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洪流之中

邓小平还在回京的路上，广东省就召开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班，提出思想要解

放、解放、再解放，加快前进步伐。邓小平到京的当天，即 9月 20日，《人民日报》转载

了辽宁省委第二书记任仲夷的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之后，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加快速度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 1978年 9月下旬到 11

月，就有 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出现了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可喜局面。

邓小平的东北谈话，像一缕春风，吹开了人们沉积多年的思想疑虑。谈话精神对中共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和决议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所提出的解

放思想、打破僵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善领导、发扬民主、改进管理、实行责

任制、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等思想都反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之中，中国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